





变革。对此南宋学者章如愚曾作如下概括: “旧制虽有市舶司 , 多州郡兼领 ; 元丰中始
令转运司兼提举 , 而州郡不预矣……后专置提举 , 而转运司不复预矣 ; 后尽罢提举官 ,
至大观元年复置”①。据此 , 可以将宋代市舶司官制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 , 它反映了
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控制逐渐强化的过程。
一、 “州郡兼领” 时期: 宋初至元丰三年
早期的海外贸易未臻发达 , 不为封建王朝所重视 , 实行的是地方兼管的制度。然
而自唐中叶市舶贸易开始兴起 , 由此带来的商税收入颇丰 , 显示出了对于封建经济和
财政的重要性 ,这引起了唐朝中央统治者的关注 ,遂于开元初置市舶使于广州② ,从而
拉开了市舶贸易管理制度变迁的帷幕。当时的市舶使 “以宦官主之” , “收商舶之利” ,
归于朝廷③。迨至唐末 ,中央集权衰微 ,藩镇势力抬头 ,广州市舶使多 “以帅臣领之”④。
后 “帅臣兼领” 渐成定制 , 市舶之利权亦逐渐落入地方势力手中。五代中央集权瓦解 ,
市舶贸易遂完全为东南沿海割据势力所控制。
宋朝建立之后 , 继承唐末、 五代旧制 , 实行 “州郡兼领”。开宝四年 ( 971年 ) , 宋





④ 顾炎武: 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 卷一二○。
《资治通鉴》 卷二二三胡三省注。
《册府元龟》 卷一○一。
章如愚: 《山堂群书考索》 后集卷一二 《官制门· 提举市舶》。
州谢处 兼市舶判官”① , 显示出宋太祖对市舶贸易极为留心。然而 , 宋初中央集权与
藩镇割据的矛盾占据着主要地位 , 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、五代君弱臣强 , 藩镇太重 ,导
致割据混战的教训 , 从各方面采取措施 , 竭力削弱地方势力 , 以加强中央集权。 在经
济方面则推行 “利归公上而外权削”的方针② , 把地方州郡的财权集中到中央 ,以制藩
镇。这场争斗也严重影响着市舶司官制的变化。
必须看到 , 宋太祖行 “州郡兼领” , 并非照搬唐末、 五代旧制 , 而是有所变革的 ,
即又命 “转运使司掌其事”③ , 这一点很重要。北宋初的转运使虽然品位很低 (多为六
品 ) , 却是 “代朕亲行” 的使臣④。它的特点是 , 事无大小 , “悉条以上达 , 及专举刺官
吏之事”⑤ , 代表皇帝监督州郡 ; 同时又负有将州郡财赋转运朝廷的重任 , 故又称 “漕
臣”。太祖命转运使司掌市舶 , 显然是企图改变唐末、 五代州郡擅市舶的传统 , 将市舶
大权收归朝廷 , 只不过由于当时广南甫下 , 人心未安 , 南汉残余势力和地方豪强还在
负隅顽抗 ,故仍用潘美、尹崇珂兼广南东路转运使 ,以镇抚一方⑥。宋太祖虽未实现初
衷 , 但转运使参掌市舶事务已初见端倪。
宋太宗推行 “利归公上而外权削” 更是不遗余力 , 他对藩镇大臣猜忌甚深 , 防范
尤严。 时广州镇将身兼漕、 州、 舶三职之重 , 且远在千里之外 , 对朝廷来说 , 欲驾驭
之毕竟有鞭长莫及之憾 , 因此深为太宗所忌。他上台不久 , 即变更太祖之制 , “又遣京
朝官、 三班、 内侍三人专领”⑦ ; “太平兴国二年 ( 977年 )正月 , 命著作佐郎李鹏举充
广南市舶使”⑧ , 淳化中 , 徙置两浙市舶司 “于明州定海县 , 命监察御史张肃主之”⑨。
所谓 “三班” , 系低级武人的职名。 “国初 , 承旧制 , 有东头供奉官、 左右班殿直、 殿
前承旨 , 凡三班 , 隶宣徽院 , 第其任使。雍熙四年 ( 987年 ) , 始别置三班院 , 以崇仪
副使蔚进掌之 , 较其劳绩 , 授以内外之任”10。内侍 , 即宦官。两者都是皇帝的亲信侍
从 , 虽品位卑微 , 却是皇帝的特命使臣 , 权势很大 , 实际控制着市舶大权。如杨允恭 ,
“太平兴国中 , 以殿直掌广州市舶”1 ; “淳化中 , 明州初置市舶司 , 与蕃商贸易” , 太宗
命宦官石知 “往经制之”12。宋太宗通过京朝官、 三班、 内侍专领市舶 , 完全将州郡
排除在外 , 从而将市舶大权集中到朝廷手中。 这种做法当然引起大臣的不满 , 太宗不




















让徙知广州 , “俄兼转运、 市舶使”①。但太宗并未放松朝廷对市舶的控制 , “其后 , 二
州 (广州、 杭州 ) 知州领使如劝农之制 , 通判兼监 , 而罢判官之名 , 每岁止三班、 内
侍专掌 , 转运使亦总领其事”②。改革之后的市舶机构与唐末的 “帅臣兼领” 在形式上
虽有相似之处 , 但其内部构成却很不同 , 它不是一个隶属于州郡的管理系统 , 而是由
几个互不统属的部分组成。 其中官员的配置和职掌大致如下:
市舶使一员 , 由知州兼领 , 如劝农之制。 宋代的劝农使是一种虚衔 , 说明州郡兼
领只是一种称号 , 并无实掌。
勾当市舶司两员 , 又称管勾市舶司③ , 由 “通判兼监” , 故常称为 “市舶监官”。宋
初通判主会计州郡财赋 , “诸州通判官到任 , 皆须躬阅帐籍 , 所列官物 , 吏不得售其
奸”④。实际上它对市舶司负监督之责。
提点市舶司一员或二员 ,又称提举市舶司⑤ ,由转运使兼。太宗时期转运使主计一
路财赋 , 但也对部内 “凡诸职任第其优劣……软不胜任 ,惰慢不亲 (事者 )免官”⑥。其
总领市舶之事 , 实际上只是对市舶官吏进行稽察考校。
勾当市舶使臣三员 , 简称 “市舶使臣” , 市舶司事务 “每岁止三班、内侍专掌”。换
言之 , 市舶使臣由朝廷临时差遣 , 并非常守其职。 根据宋初之制 , 州郡 “所在场务或
遣京朝官 ,或廷臣监理”⑦。因此 ,市舶使臣主要掌管对舶货进行抽解和买的具体事务。
至此我们可以发现 , 这时期的市舶司虽然采用地方兼管的表面形式 , 但其内容已
有变化。它有三个特点: 其一 , 名与实分。州郡兼使 , 徒有虚名 , 并不实任其职 , 市
舶司的实际权力仍操在朝廷派遣的三班、 内侍手中 , 他们对皇帝负责 , 朝廷通过其专
掌 , 可以遥控市舶。专职管理制度于此已初见端倪。其二 , 事权分化。市舶司职权 , 分
为名、 实、 监督、 稽察四个部分 , 各官员之间的事权虽各有侧重 , 但又没有明确的划
分 , 目的是使彼此交相绳检 , 互为制约 , 这样州郡、 转运司不能专市舶之权 , 而三班、
内侍亦不敢因循旷职 , 朝廷自可操纵自如。其三 , 官无常守。市舶使、勾当市舶司、提
举市舶司均为兼职 , 不是专职官员 , 市舶使臣亦非固定官属 , 而是随事而命 , 事已即
罢 , 流动性大。市舶司无固定常设机构 , 仅设有市舶库 , 但也是 “令钤辖 (州武官职
名 ) 阅望 , 止于都监押内轮司其事”⑧。说明宋初市舶司具有临时的性质。











《金石萃编》 卷二三○ 《杭州放生池》、 《范文正公集》 卷一四 《王君墓表》。




是为了削夺州郡之权 , 以便朝廷控制 , 因而玩弄多设官属 , 分化事权的手法 , 防止官
吏专权。他虽然成功地将市舶大权抓到手 , 但也因置官过多 , 造成中央与州郡 , 本职
与兼职之间矛盾相妨 , 轻重失调 , 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效能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由于管理
上的杂乱无章 ,许多地方官虽不参与具体的海外贸易管理工作 ,却利用兼掌市舶之名 ,
侵渔勒索 , 贪污中饱① ; 还有 “南海官员及经过使臣多请 市舶官” , 低价强买海商货
物②。不仅导致政府税利大量被侵吞 ,而且海外商人畏官吏贪暴 , 往往裹足不行 , 太宗
末年 , 出现了 “海舶久不至” 的现象③。
宋真宗即位之后 , 中央与藩镇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 , 中央集权巩固。 但在
集权的过程中 , 宋太宗曾过分地打击了官僚势力 , 引起士大夫的怨言。 真宗惩太宗之
失 , 在政策上进行一些调整 , 以争取士大夫的归心和拥戴。 对于市舶制度 , 他虽然基
本上守太宗之制 , 但也作了一些改革 , 如召回各路内臣 , 向州郡逐步放权。 咸平二年
( 999年 ) 两浙转运使副王渭 “奉敕相度杭、 明州市舶司”④ ; 大中祥符九年 ( 1016年 )
准 “太常少卿李应机言: 广州勾当市舶使臣 , 自今望委三司使、 副使、 判官 , 或本路
转运使奏廉干者充选”⑤。市舶使臣的地位下降。后来又准李应机言: “广州通判系蕃官
院差录 , 兼市舶公事。 望自今中书选差 , 候得替日如不亏递年课额 , 特与致官优加任
使 , 其市舶使臣亦候得替 , 依押香药纲使臣例迁转亲民任使”⑥。很明显 , 宋真宗已改
变了原来由朝廷遣使专掌的做法 , 改由通判主持市舶事务 , 其意在依靠现有的官僚行
政体系 , 来加强市舶管理 , 增加财政收入。因此 , 州郡的地位上升 , 遂据有其实。
宋仁宗时州郡的作用进一步扩大 , 蕃舶由 “本州与转运司招诱安存之” , 即由州郡
长官和转运使共同领导市舶司 ; 又规定市舶使臣在任内 , “委实廉慎 , 别无公私过犯 ,
仍令本路转运使副保奏 , 当与酬奖”⑦。市舶使臣虽仍由朝廷派出 , 但被置于转运使的
监督之下 , 权力进一步削弱。
真宗与仁宗对太宗之制进行某些调整 , 在朝廷控制的前提下 , 扩大州郡管理市舶
的职权 , 并不意味着市舶机构的成熟和完善 ; 相反 , 它不但没有纠正原有弊端 , 反而
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弊端。首先 , 事权分化的现象因扩大了州郡的作用而更有发展 , 造
成官制紊乱 , 职权不明 , 结果是政出多门 , 各行其是 , 管理混乱。 景 五年 ( 1038
年 ) , 太常少卿直昭文馆任中师言: “臣昨在广州奉敕管勾市舶司 , 使臣三人 , 通判二
人亦是管勾市舶司名衔 , 并同勘会 , 所使印是市舶使字” , 因此 “乞自今少卿以上知广











《东都事略》 卷三七 《李昌龄传》、 《宋史》 卷二八○ 《向敏中传》。
“诏知州徐起兼市舶使 ,今后少卿监已上知州兼市舶使 ,余不行”①。也就是取消了市舶
使臣 , 肯定了州郡兼使 , 事实上是恢复了地方兼管的体制 , 但是转运使、 知州、 通判
之间仍是多头管事 , 互相掣肘。 其次 , 知州为一州行政长官 , 兼职甚多 , 势必不能用
心舶政。每逢海外贸易船到来的季节 ,知州临时差遣下属官吏前往操办抽解事务②。市
舶司有如虚设 , 官属亦非专职 , 很难谈得上对海外贸易进行系统的管理。第三 , 任官
非人。由于州郡长官的任用多不是根据其实际能力 , 而只讲资历年限③ ,他们多 “仕于
科举 , 或 于恩荫 , 对于治道一窍不通 , 往往无用于世” , “及使从政 , 则茫然不知其
方”④ , “其间纵有良吏 , 百无一二”⑤ , 以致市舶管理几陷于瘫痪⑥。更为严重的是 ,由
于扩大了州郡的作用 , 地方牧守多为 “不才苟简贪鄙之人” , 虽理财非长 , 却以科敛为
能 , 其依恃职权 , 侵扰影占 , 损公自肥 , 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史载 , “南海有蕃
舶之利 , 前后牧守或致谤议” , 惟杨覃一人清廉而已⑦。上梁不正下梁歪 , 州郡各级官
吏则视市舶为利薮 , 纷纷以低价强买海商物货 , 以致 “遍一州吏争与市”⑧。吏治如此
腐败 , 海外贸易岂能正常进行? 市舶任官非人之弊就连宋仁宗也是心知肚明的 , 曾对
臣下流露: 广州 “控制海外 , 诸国宝货所聚 , 前为守者多不能称职”⑨。然而他又不思
变革 , 认为: “官有定制 , 不欲动摇 , 惧其招怨谤”10。
以上这些弊端妨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, 仁宗在位期间 , 主要港口广州经常是 “蕃
舶罕至”1。朝廷派出的管押香纲使臣竟无事可做 , 端坐请给。此时为 “三冗” 所窘的
朝廷将他们抽回三班院 , 何时船到发纲 , 即具马递奏 , 再行派遣12。仁宗末年 , 海外贸
易尤为冷落 , 纲运舶货的 “驿路荒远 , 室庐稀疏 , 往来无所芘” , 一片荒凉景象13。北
宋朝廷的市舶收入亦长期徘徊在四五十万缗左右14。 导致海外贸易顿挫的原因固然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针见血地指出 , “官吏或侵渔 ,则商人就易处”①。这表明旧的管理制度随着时间的推
移 , 条件的变化 , 其消极因素日益滋长 , 积弊日深 , 尤其是地方官吏的贪渎已成沉疴
痼疾 , 不能适应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, 必须进行较深入的体制改革 , 将市舶管
理纳入法规化、 正规化的轨道。
二、 “漕臣兼领” 时期: 元丰三年至崇宁初
至北宋中期 , 中央集权已空前巩固 , 藩镇割据的威胁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。然而 ,
因宋初统治者对唐末、 五代之弊矫枉过正 , 产生了许多弊端 , 影响国力 , 形成了宋朝
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 ,其中最突出的是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,国用入不敷出。面对危机 ,
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要求对祖宗之制进行改革 , 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情形
下发生的。
王安石变法以 “理财富国” 为中心 , 因此如何利用海外贸易来增加北宋政府的财
政收入就成为变法的重要内容。 宋神宗曾对臣下言: “东南利用之大 , 舶商亦居其一。
若钱 ( )、 刘 ( ) 窃据浙、 广 , 内足自富 , 外足抗中国者 , 亦由笼海商得法” , 要
求 “卿宜创法讲求 , 不唯岁获厚利 , 兼使外藩辐 中国 , 亦壮观一事也”②。利用海外
贸易 , 增加税利 , 被视为富国的重要途径 , “讲求市舶之利 , 以助国用” 已取代 “利归
公上而外权削” , 成为统治者处理海外贸易事务的出发点。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,
就必须对市舶制度进行改革 , 提高行政效率 , 以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。
改革应从何处入手呢? 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指导思想是 , “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 , 治
天下之财者莫如法 , 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”③。即理财必须坚持法治 , 推行法治又必须
依靠一批善于理财的官吏。 “法” 与 “吏” 被视为变法成败的关键。因此 , 对市舶制度
改革的核心是创立法规和官制改革 ,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
自北宋以来 ,朝廷对市舶的管理无一定成法 ,对市舶贸易的规定是以因时而制、临
事制宜的形式颁布的。随着岁月推移 ,敕令愈来愈繁杂 ,甚至出现相互 牾的情况 ,官
吏挟私舞文 , 上下其手 , 流弊甚多。 鉴于此 , 宋神宗痛感创立法规、 统一法令以治之
的必要性 , 多次强调市舶管理 , 宜先 “创法讲求之”④。经过多年的筹划详议 , 终于在
元丰三年 ( 1080年 ) 制订了 《市舶法》。市舶司是执行 《市舶法》 的工具 , 依靠原来官






④ 《宋史》 卷一八六 《食货志》。
《王文公文集》 卷一○ 《翰林学士除三司使》。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 卷五。
朱 : 《萍州可谈》 卷二。
以整顿 , 建立一套较为集中统一的管理体系 , 使之能配合法度的变更。 因此当朝臣乞
专委官推行 《市舶法》 , 神宗即 “诏广东以转运使孙 , 广西以转运使陈倩 , 两浙以转
运副使周直孺 , 福建以转运判官王子京。 、 直孺兼提举推行 , 倩、 子京兼觉察构栏 ,
其广南东路安抚使更不带市舶使”①。换言之 ,即罢州郡兼使制 ,改以漕臣兼提举市舶 ,
领导市舶管理 , 这是宋代市舶司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。
神宗时期的转运使虽然已经演变成为督治一路的长官 ,但仍保有 “代天子巡狩”的
使臣性质。当时转运使不仅主计一路财赋 , 而且还负责推行变法的各项措施 , 故深为
神宗所倚重 ,多以善于理财、热心变法的官员充任 ,使之成为推行变法的得力工具。宋
神宗利用转运使专门推行 《市舶法》 , 因此 “漕臣兼领” 不同于 “州郡兼领” , 它不是
一种地方官兼管的制度 , 而是向专职管理制度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。在转运使主持下
的市舶司是一个权力集中的机构 , 它不受州郡官吏的牵制 , 直接听命于中央 , 从而加
强了朝廷对市舶的控制。尽管这种制度还有不少缺陷 , 但可以比较有效地协调各方面
的关系 , 有利于贯彻朝廷的各项决策 , 排除地方官吏的侵扰 , 对海外贸易实行统一的
管理。
“漕臣兼领” 与 “州郡兼领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, 即在转运使的领导下 , 市舶
司开始形成为一个常设的专门机构。据宋人蔡戡记载: “熙宁中置提举常平 , 其后又有
坑冶、 茶马、 市舶 , 俱号监司。 凡除一监司 , 概以中数 , 岁费三万缗 , 公弊万缗 , 迎
送万缗 , 俸给五千缗 , 兵卒豢养五千缗”②。这表明 , 市舶司已有了常设的机构 , 固定
的编制和独立的经费开支。 在宋人的眼里 , 市舶司的独立置司乃始于神宗朝。隆兴二
年 ( 1164年 ) , “臣僚言 , 熙宁 (实为元丰 ) 初创立市舶一司”③ , 即其一例。
“漕臣兼领” 的市舶司人事编制大致可分为 “官” 和 “吏” 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。
官由朝廷任命 , 有一定品位 , 一定任期 , 任满即迁 , 在市舶司中具有领导地位 , 负有
决策、 指挥、 组织、 协调的责任 ; 吏则是 “募有产而练于事者为之”④ , 有一定技能而
无品位 , 听命于官 , 其政治地位虽不高 , 却操办市舶的具体事宜。
市舶司的官有四员 , 职掌如下:
提举市舶司 , 转运使或转运副使兼 , 为市舶司之首长。
监官 , “主管抽买舶货 ,收支钱物” ,每市舶司或务 , “抽解博买 ,专置监官一员”⑤。
勾当公事 , 又称干办公事 , 简称 “舶干” , 主持市舶司的日常公务。







⑤ ⑥ 分见 《宋会要辑稿》 职官四四之一一、 一三。
陈耆卿: 《嘉定赤城志》 卷一七 《吏役门》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 职官四四之二七。
蔡戡: 《定斋集》 卷二 《乞选择监司奏状》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 职官四四之六。
盗之弊。监门官多由使臣 (低级武官 ) 充任 , 它还 “兼充接引干当来远驿”①。
除了上述官员之外 , 市舶司还有吏十一员 , 职掌如下:
主管文字 , 负责点检账状 , 但有时也由官员兼任②。
孔目 , 负责对海商申请的审核、 验实 , 然后发予公凭。
手分 , 管 “钱帛案” , 即负责钱物的收支工作。
贴司、 书表 , 制作账簿、 文字档案。
都吏 , 负责巡视、 检查和安全。
专库 , 负责市舶库内舶货的保管和发纳。
专秤 , 负责临场抽解、 和买的具体工作。
客司 , 负责贡使和蕃商的接待工作。
前行、 后行 , 负责警卫。
从上可以发现改革后的市舶司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机构 , 已基本上形成了独立的管
理体系 , 其内部分工亦非常明确、 具体和专业化。 这些都标志了海外贸易的管理已逐
渐从地方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 , 向着正规化的专职管理方向过渡 , 客观上适应了由于
海外贸易的发展 , 管理工作日趋复杂的要求。 同时市舶司的职能也大为强化 , 有助于
提高办事效率 ,减少官吏的侵渔骚扰 ,这些都对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。从
史籍记载来看 , 熙丰年间官吏对海外贸易的侵害甚少 , 中国海商纷纷 “争请公凭 , 来
往如织”③ ; 外国商使亦 “来者相继”④ , 宋政府的市舶收入大量增加 , 这不能不说是市
舶制度改革所收到的成效。
三、 “专置提举” 时期: 崇宁初至南宋末
宋徽宗是一个奢侈的君主 , 他任用蔡京等人执政 , 提倡 “丰亨豫大” 之谬说 , 大
肆挥霍 , 以填欲壑。在此情况下 , 皇室开支浩大 , 朝廷 “用度日增”⑤ , 财政收入难以
支撑。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 , 宋徽宗、 蔡京等人打着 “绍述” 宋神宗新法的旗号 , 加强
对人民的搜刮掠夺。宋徽宗在元丰之制的基础上继续对市舶制度进行改革 , 其中最重
要的是改行 “专置提举” 制 , 即由朝廷派人担任专职的提举市舶 , 进一步将市舶司置
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。实际上市舶司成为中央的派出机构 , 故有 “朝廷之外府” 之











② 分见 《宋会要辑稿》 职官四四之一○、 二八。
初 ,三路各置提举官”①。专置提举之后 ,市舶司的机构更加完善 ,职能也更加强化 ,形
成了中央控制下的专职管理体制 , 标志着封建政权对市舶贸易管理专门化、 正规化的
基本完成。
宋徽宗的改制有其合理的成分 , 在一定条件下对海外贸易的发展也会起某些促进
作用 , 但是由于他的改制与宋神宗改革的目的不同 , 因此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可同日而
语了。从改革的目的来看 , 宋神宗等人是着眼于 “以助国用” , 利用海外贸易为封建国
家的财政服务。为了真正达到增加市舶榷税的目的 , 就不能不遴选有理财专长的官员
来管理市舶贸易 , 采取一些措施来调动海商贩运的积极性。故后人云: “熙宁初创立市
舶一司 , 所以来远人 , 通物货也。旧法 (指熙丰时的市舶之法 ) 抽解既有定数 , 又宽
期纳税 , 使之待价 , 此招致之方也”② , 其意在 “使商贾懋迁 , 以助国用”③。换言之 ,
增加税利是以 “商贾懋迁” 为前提的 , 故对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。 宋徽
宗改制则以满足奢侈挥霍为目的。他虽以推行新法为幌子 , 却剜除了新法中的积极成
分 , 将市舶司作为为自己搜刮钱财和奇珍异宝的工具。 通过改制 , 起初确实增加了财
政收入 , 据记载 , “崇宁经画详备 , 九年内收至一千万 (缗 )”④ , 比熙宁元丰时几增一
倍。由于片面强调扩大市舶之利 , “自大观 ( 1107— 1110年 )以来 , 乃置库收受 , 务广
帑藏 , 张大数目 , 其弊非一日”⑤。市舶收入的增加不是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前提 , 而是
招权纳贿 , 依靠一批贪暴的官吏 , 对海外贸易实行杀鸡取卵、 竭泽而渔式的掠夺。如
燕瑛 , “倾任广南市舶 , 专以货贿 , 交结近 , 目为香燕”⑥ ; 泉州提举市舶张佑 , “本
泉州大商” , “缘交结权幸 , 以猎取名位 , 邪佞凶狡 , 素无廉声” , 以致 “赃 不法 , 一
方之民 , 咸受其弊”⑦。这些宠臣虽根本不懂理财 , 但有皇帝权贵撑腰 , 不顾官常纲纪 ,
不管海商死活、 民怨沸腾 , 唯务苛敛 , 自己亦乘机大饱私囊 , 严重地损害了海外贸易
的开展。对于徽宗朝的市舶之政 , 宋人许月卿有切中时弊的评论: “炳炳祖训 , 舶利最
博 , 庶宽民力 , 免于榷剥 , 祖宗之意 , 盖念民邛。 宣和以来 , 悉归应奉 , 如唐舶使以
奇器进 , 治乱之几于此分”⑧。
南宋建立之后 ,宋高宗在一定程度上汲取宋徽宗亡国的教训 ,纠正徽宗之弊政 ,用









⑧ 许月卿: 《百官箴· 提举市舶箴》。
《历代名臣奏议》 卷一八二 《李光又论曾纡等札子》。
《历代名臣奏议》 卷一八二 《李光论燕瑛、 胡直孺札子》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 职官四四之一二。
《文献通考》 卷二○ 《市 一》。
③ 《宋会要辑稿》 职官四四之二七。
朱 : 《萍州可谈》 卷二。
增广” ,虽然接受宰臣的建议 ,裁并官僚机构 ,以节浮费① ,诏令: “提举市舶除广南外 ,
余路并归转运司”② ; 但翌年即因 “尚书省言 , 并废以来 , 土人不便 , 亏失数多” , 恢复
了市舶司机构③。宋高宗一方面继承 “专置提举” 制 , 强化市舶司的管理职能 ; 另一方
面恢复宋神宗 “讲求市舶之利 , 以助国用” 的方针 , 推行熙丰的各项政策和措施。他
认为: “市舶之利最厚 , 若措置得宜 , 所得动以百万计 , 岂不胜取之于民 , 朕所以留意
于此”④ , 并指示臣下: “市舶之利 , 颇助国用 , 宜循旧法 , 以招徕远人 , 阜通货贿”⑤ ,
减轻对海商的一些压迫。因此南宋前期海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, 政府的市舶收入
大增 , “岁二百万 (缗 ) , 所谓息钱 , 尽归户版”⑥。
南宋一朝 , “专置提举” 是市舶司的基本制度。尽管各路市舶司屡有废置 , 官制亦
时有变动 , 但都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。 一是南宋初年。由于宋金战争剧烈 , 金人频
频南侵 , 南宋朝廷立足不稳 ,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, 无暇顾及市舶管理 , 故市舶机构时
或并归转运司 , 或由提点刑狱司 , 或由提举茶事司兼管 , 官制变动极为频繁。但自绍
兴十一年 ( 1141年 ) 底宋金和议告成 , 旋即恢复 “专置提举” 制 , 而且一直实行至南
宋后期。淳熙年间 , 张坚出任福建提举市舶 , “在泉南措置舶司极齐整” , 深为孝宗所
赏识 , “进直宝文阁知泉州兼提举市舶司 , 已差下提舶苏岘候坚满日赴上。坚谓 , 郡与
舶司体实相制 , 兼官未便。辞极力。岘始得上”⑦。南宋后期宋理宗的敕书亦曰: “朕犹
记臣 (真 )德秀出牧者 , 再未尝兼舶”⑧。可见 , “专置提举” 制已是定制。二是两浙市
舶司。步入南宋之后 , 受宋金对峙的影响 , 两浙的海外贸易大受打击 , 非常不景气 ,政
府每年抽买舶货所得收入不过一万余缗 ,而市舶司本身的经费开支“乃过于所收”⑨ ,朝
廷于财政上实无利可言 , 遂于乾道二年 ( 1166年 ) 罢两浙市舶专官 , 将逐处市舶职事
“委知通、知县、监官同行检视 ,而总其数令转运司提督”10。但作为南宋主要对外贸易
港的泉州、 广州仍维持 “专置提举” 制。 三是南宋后期。南宋后期政治极其黑暗 , 中
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恶化。时沿海地方多事 , 社会动荡不安。为了维持封建秩序 ,
泉、 广地方官府事权扩充 , 支出亦随之日增 , 而地方财政收入却不断萎缩 , 入不敷出 ,











1 《真文忠公集》 卷一五 《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》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 职官四四之二八。
留正: 《皇宋两朝中兴圣政》 卷三九。
刘克庄: 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 卷六二 《吴洁知泉州》。
《京口耆旧传》 卷七 《张纲传》。
许月卿: 《百官箴· 提举市舶箴》。
④⑤ 以上见 《宋会要辑稿》 职官四四之一二、 二○、 二四。
《历代名臣奏议》 卷一六二 《建官》。
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 卷七建炎元年七月巳亥。
“州税务又复额外抽解和买”① , “或掩夺商贾 , 或没入豪右” , “而霸政时出 , 民夷之惧
者众矣” , 甚至公然向朝廷大争市舶之权 , “或谓非兼舶不可” ,迫使理宗 “监国初成宪 ,
以守兼舶”②。然而 , 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 , 理宗末年 , 即 “以专使之遣” , 又恢复
了 “专置提举” 制③。从上可见 , 南宋一朝 , 市舶司官制虽有时脱离 “专置提举” 制 ,




是由于海外贸易不断发展 , 使管理事务日趋繁杂 , 国家机器必须顺应这一趋势 , 由简
单向复杂发展 , 其管理海外贸易的职能亦逐渐趋于独立化。
宋代市舶司自设置至终变 ,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, 经过了 300余年的历程。 它的
每一步演变都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 , 它既是海外贸易发展的结果 , 又与宋代政治和
财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紧紧地拴在一起。在官制变化上 ,北宋初期的分化事权和元丰、
崇宁时期的集中事权都是为了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, 在强化中央对海外贸易的控
制方面 , 有异曲同工之效。 市舶司官制的变革在一定条件下 , 可以有利于海外贸易的
发展 , 但是随着封建政权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日趋严密 , 其垄断性日益加强 , 加上封建
制度本身的腐朽性 , 市舶司制度也暴露出诸多弊端 ,这些弊端有的是制度不健全所致 ,
有的是人为所致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 , 其弊端日益明显 , 消极因素日趋滋长 , 给海外贸
易带来严重的恶果 , 这一点在南宋后期表现得尤为显著。因此 , 对宋代市舶司官制变
更所起的作用 , 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, 不可一概而论。






③ 周密: 《齐东野语》 卷一七 《景定慧星》。
以上见 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○ 《广州重建清海军双门记》、 卷六二 《吴洁知泉州》、 卷六
四 《卓梦卿直宝章阁广南提舶》。
《宋会要辑稿》 食货三八之二四。
